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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早期维新思想与洋务思想的分离

吴 剑 杰

作者曾在《 关于洋务思想体系及其评价》①一文中提出
:

任何一种思想理论的历史作用都

必须受到时代和条件的制约
。

当 19世纪 e
、

0 7年代中国社会和思想界面临着要不要学习西方的

时代条件下
,

以
“

中体西用
”

为核心的洋务思想起过解放思想的进步作用
; 当8

、

90 年代中国社

会和思想界面临的已不再是要不要学西方而是究竟向西方学习什么的时代条件下
,

洋务思想

坚持反对对中国封建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变革
,

从而丧失其历史的进

步性
,

成为阻碍中国近代化运动继续向前推进的反动理论
。

本文将讨论在洋务思想因其丧失

进步性而趋于衰落的过程 中
,

曾经作为洋务思想附庸的早期维新思想怎样与其逐渐分离并成

为时代思潮的大体过程
,

算作上文的续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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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为是洋务思想体系核心的
“

中学为体
,

西学为用
”

论
,

从本质上说
,

是中

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思想与外来的资木主义思想的特殊棍合物
,

是一种具有两重性

的思想理论
:

在
“

中学为体限p维护封建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
,

反映了

洋务思想与封建顽固思想保持着根本的 一致性
; 在

“

西学为用
”

即学习西方技艺等方面
,

反映

了洋务思想与早期维新思想的某种一致性
。

易言之
,

洋务思想区别于封建顽固思想的主要标志

是赞同或反对
“

西学为用
” ,

这种区别是枝节的
,

非根本的
; 洋务思想区别于维新思想的主要

标志是坚持或改善
“

中学为体
” ,

这种区别是原则的
,

根本的
。

因此
, “

中体西用
”

的洋务思想

基本上仍然是一种带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封建主义的思想理论
,

正如同洋务派仍然是封建统治

阶级内一个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政治派别一样
。

由于
“

中体西用
”

的洋务思想具有两重性
,

因

而规定了它不仅与封建顽固思想并存
,

而且与大致同时产生的早期维新思想 和 后 来 的康
、

梁改 良思想并存
,

既可以容纳早期维新思想
,

并与之结成同盟以反对顽 固思想
,

也可以 与封

建顽固思想结成同盟以反对康
、

梁的改良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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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早期维新思想
,

大体是指 1 8 9 4年甲午战争以前的维新思想
,

它的发展可

以 1 8 8 4年中法战争为断
,

区分为前
、

后两个时期
。

中法战争以前
,

即在 6
、

70 年代
,

它

虽然与洋务思想存在着某些歧异
,

但附属和依存于洋务思想
,

基本上没有超出洋

务思想的范围
,

或者说是洋务思潮中比较激进的
一

派
。

中法战争后
,

它作为洋务思想的对立

面而逐渐分离出来
,

表现了更多的资本主义倾向
,

成为康有为
、

梁启超等资产阶级变法改良

思想的前驱
。

一般说来
,

维新思想特别是早期维新思想与洋务思想的界限是不很分明的
,

中法战争以

前尤其如此
。

试比较 6
、

70 年代的著名维新思想家王韬与洋务派首领李鸿章的言论
:

李说
: “

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
” ;

王说
: “

夫洋务即时务
,

当今日而兴时事
,

固孰有大于洋务者? ”

李说
: “

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
,

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
” ;



王说
: “

既创开辟以来未有之局
,

亦当为开辟以来未有之事
” 。

李说
: “

自强之道在乎师其所能
,

夺其所恃
” ;

王说
: “

自固自强之术
” ,

在于
“

用其所能
,

夺其所恃
” 。

李说
: “

办洋务制洋兵
” , “

舍变法与用人
,

别无下手之方
” ;

王说
: “

我于此时而 尚不变法以 自强
,

岂尚有人心血气者哉? ”

李说
: `

旧本
,

小国耳
,

方欲 自保而逼视我中国
,

中国可不 自为计乎 ? ”

王说
: “

日本
,

海东一小 国耳
,

一旦勃然有志振兴
, …… 我中国易不返其道而行之哉?

”

上述言论
,

不仅没有本质的区别
,

甚至用语都极其类似
。

尽管如此
,

由于早期维新思想

家所处的社会地位和个人经历毕竟与当权的洋务官僚有所不同
,

因此二者在思想上必然有依

存和悖违之处
,

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
。

差异就是矛盾
。

正是这种差异 (矛盾 ) 的存在和加

深
,

最终导致了二者的分离
。

如同早期维新思想与洋务思想的共同点表现在对
“

中体西用
”

的相同认识②一

样
,

二者的差异最初也集中地表现在对中学与西学的态度 上
。

在对待
“

中体
”

即中

国封建专制制度及意识形态方面
,

洋务思想家为提倡西学
,

回答顽固派
“

用 夷 变

夏
”

的攻击
,

有时也宣传
“

古无久而不弊之法
” ,

办洋务不必
“

事事拘守成法
”

的观点
,

提 出
` 、

变

法
”

口号
,

但归根到底是要用西方武器和技术来装备清朝统治的旧机器
,

绝少对这个机 器 本

身提出批评和指责
,

即所谓
“

皆务增其新
,

而未尝一言变旧
”

③
。

早期维新思想家则不一样
,

他们继承鸦片战争时启蒙思想家如龚自珍
、

魏源等的社会批判思想
,

敢 于对清政权的种种弊

端进行大胆揭露和鞭挞
,

冯桂芬
、

王韬即是突出的代表
。

冯桂芬在所著《校那庐抗议》中对腐

朽的封建制度进行了多方面的揭露和批判
。

在该书 自序中
,

他指出清朝 国贫民困
、

吏治腐败

等等事实
: “

奉军国则民力竭
,

养兵勇则国力又竭
” , “

文臣不知兵
,

武士不晓事
” , “

倍征无艺
” ,

“

运道阻
,

天庚空
” , “

水利塞
、

稻田少
,

民受其饥
” , “

科 目不得人
” , “

民隐不上达
” , “

案犊繁多
” ,

“

夷患不 已
” , “

器用苦窟
”

等
,

涉及清朝政治
、

经济
、

财政
、

吏治
、

外交
、

科举的各个方 面 的

弊病
,

结论是
:

封建的中国
“

人无弃才不如夷
,

地无弃利不如夷
,

君民不隔不如夷
,

名 实 相

符不如夷
” 。

他揭露官场腐败状
: “

外官 自督抚以至典史
,

某缺肥
,

岁赢若干 ; 某缺痔
,

岁赔若

干
。

所谓肥瘾者
,

皆陋规之属
。

扬扬然习于人 口
,

不以为怪
,

骤闻之几疑官为市肆之名
”

④
。

王韬揭露君主专制的罪恶说
: “

君既端拱于朝
,

尊无三上
,

而趋承之百执事出而蕊民
,

亦无不

尊
,

辄自以为朝廷命官
,

尔曹当奉令承教
。

一或不遵
,

即可置之死地
,

尔其奈我何 ? 惟知耗

民财
,

奔乒民力
,

敲骨吸髓
,

无所不至
。

囊聚既满
,

飞而脆去
,

其能实心为民者无有也
”

⑤
。

他

们一致认为君主专制政体使君 (包括官僚 ) 与民 (主要指不 当权的地主
、

富商 ) 之间隔膜太深
,

民情无由上达
,

这是造成中国贫弱落后
、

缺乏生气的主要根源
。

他们指出
“

上与下不 宜 押
,

押则主权不尊
,

太阿倒持而乱生 ; 上与下又不宜隔
,

隔则民隐不 闻
,

蒙气乘辟而 乱作
”

砂 ;

“

治民之大者在上下之交不至
“

r 隔阂
。

……勿以民为弱
,

民盖至弱而不可犯也 , 勿以民为贼
,

民盖至贼而不可虐也
; 勿 以民为愚

,

民盖至愚而不可欺也
。

夫能与民同其利者
,

民必与上同

其害
;

一

与民共其乐者
,

民必与上共其忧
。 ” ⑦ 诚然

,

早期维新思想家对封建政治和君权的批判

仍然是站在维护和完善这个制度的立场上
,

还没有表现对这个制度本身的怀疑和否定
,

因而

他们赞同洋务派的
“

中学为体
” 。

但是
,

他们敢于正视和揭示封建统治肌体的恶性疮疤
,

而当

这个疮疤随着洋务活动的开展不是治愈而是更加恶化时
,

就势必导致对封建肌体本身的怀疑

和否定
,

更加倾向西方立宪政体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
,

从而与坚持维护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

洋务派分手
。

在对待
“

西用
”

的认识上
,

早期维新思想家同洋务思想家一样
,

首先看到和强调
.



的是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
、

百工技艺和 自然科学等资本主义的
“

长处
” ,

差异在于
:

前者所理

解的
“

西学
”

和学习西方的范围却比后者所认识的更为广泛
。

他们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的上述各

种
. `

长处
” ,

较早地积极提倡设工厂
、

开矿藏
、

行轮船
、

筑铁路
,

以及学习西方的商务
、

教育
、

法律和政治制度的某些方面
,

而且注意探讨西方国家的本与末
、

体与用
。

郑观应曾明确提出
“

西人立国之本
,

体用兼备
”

的论点
,

说 中国只学习西方船炮技艺
,

是
“

遗其体而效其 用
,

所

以事多杆格
,

准臻富强
” ⑧ ; 王韬则认为西方立国

“

以恃商为国本
” ,

说各国
“

动集数千百人 为

公司
, ……资虽出自商人

,

而威令之行国家
,

将以壮观瞻
,

致富强
” ⑧

。

虽然当时的维新思想

家对西方国家得以强盛的体用
、

本末还没有一致的认识
,

各种认识也只是局部的
,

肤浅的
,

尚未达到一个总体的理性的认识
,

但却是走向这种理性认识的重要一步
。

差异还在于
:

早期

维新思想家不仅提倡学 习西方的长处
,

而且勇于揭露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事实
,

表现了鲜明

约爱国思想
,

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林则徐
、

魏源的
“

师夷
’ ` 、 “

制夷
”

主张
。

在学习西方的 动 机

和目的上
,

他们更多地强调的是对外
,

而不是对内
。

和冯桂芬认为
“

夷务第一
,

剿贼次之气

工韬认为《天津条约》的签订使西方侵略势力达于长江腹地
, “

碎有变故
,

不能控制
,

此诚心腹

之大患
” ,

提出讲求
“

御戎之法
”

和
“

自固自强之术
” ; 郑观应对外国侵略者在中国沿 海 掠 卖 华

工
,

视华人
“

残同鳞蚁
,

命若草营
”

的罪恶行径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

揭露外国商品
、

宗教侵略

的危害是
“

通商则渐夺 中国之利权
,

并侵中国之地
,

传教则侦探华人之情事
,

欲服华人之心
,

其中煽害
,

倍甚通商
。 ” 。 诸如此类的思想言论

,

同拜倒在坚船利炮之下的洋务思想言论是有

所区别的
。

1 8 8 4

—
1 88 5年的中法战争 中

,

在洋务活动中建立起来的福建水师和福州船

政局被法军瞬间摧毁
。

清政府在陆路战场取得镇南关
、

谅山大捷的有利形势下
,

“

乘胜即收
” ,

未败乞和
,

以妥协退让换得战争的结束和列强的扶持
,

经过近 20 年
“

自强
”

活动的清朝并没有表现出
“

强大
”

的事实
。

战后
,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 民 族

危机的加深
,

推动着早期维新思想家进行新的探索
,

开始从
“

洋务自强
”

的幻梦 中逐渐清醒过

来
:

推行了近 20 年的洋务措施为什么没有显著成效 ? 在五光十色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中究竟

哪些东西是立国之本 ? 中国的富强之路究竟在哪里 ? 他们由怀疑
、

傍徨和不满
,

终至突破洋

务思想的牢笼
,

从 70 年代所达到的思想高度上继续迈进
,

提出更加鲜明的资产阶级要求
。

早期维新思想与洋务思想的分离
,

首先是从对洋务活动的反思和批判开始的
。

在 70 年

代
,

还只有象王韬这样个别的思想家在鼓吹
“

中体西用
”

的同时
,

对某些洋务措施提出过批评

意见
。

针对洋务派的本末倒置
、

治末不治本
,

他指出
: “

由本以治末
,

洋务之纲领也
。

欲明洋

务
,

必 自此始
” , “

徒恃西人之舟坚炮利
,

器巧算精
,

而不师其上下一心
,

严尚简便之 处
,

则

优未可与权
。

盖所谓师法者
,

固更有进焉者矣
。 ” ⑧ 到80 年代

,

则几乎所有的先进知识分子都

程度不同地对洋务活动进行批判
,

尤其对那种认为只需学习西方坚船利炮
、

百工技艺就可振

兴中国而勿需对 封建政制本身进行改革的洋务思想体系大胆抨击
。

陈炽批评洋务派的学西活

动是
“

弃其著英而取其糟粕
,

遗其大体而袭其皮毛
” ,

说
“

今之言洋务者
,

动 日讲求公法
,

整顿

海防
,

制器练兵
,

购船造炮
,

自以为当务之急
,

而不知 皆缓图也
。 ”

@ 郑观应啃然叹 日
: “

60 年

米
,

外国通商
,

中外汲极
。

然言更新
、

言守旧
,

言洋务
、

言海防
; 或是古而非今

,

或逐末而

忘本
。

求其洞见本源
,

深明大义者
,

有几人哉 !
”

L这实际是对洋务派首领们不指名的批判
。

何启尖锐抨击洋务派的官办
、

官督商办的办企业方针
,

他以轮船招商局为例
,

说它所 以开办多

年而未见大利
,

原因正是
“

官场之积弊
”

所造成
,

要求清政府应当象西方或 日本那样
, “

实意兴

商
” , “

如民间有纠合公司购建轮船往还外国者
,

国家籍其交递邮务信息
,

酌益补助
,

给 以 巨



资
。

……至于内河轮船有欲倡设者
,

立行批准
” ,

反对清政权对航运事业的垄断和专利O
。

从

上述种种批判出发
,

80 年代至 甲午战前的维新思想家以其在政治上的
“
君民共主

”

思想和经济
_

L的
“

以商为本
”
思想

,

与洋务思想区别和分离开来
,

成为当时思想界进步政治思潮的重要特

色
。

. ” “ . . .. . -
“

君民共主
”

思想是早期维新思想家对
“

中学为体
”

思想的一种修正
。

早在 8
、

70

年代
,

就有个别维新思想家在批判清朝君主专制的弊害和探 讨西方各国的体
、

用

时
,

已经表现出对西方国家
“

君民不隔
” 、 “

上下一心
”

的政治制度的向往
。

但 由 于

时代条件的限制
,

他们一般都没有实地考察西方社会的直接经验
,

对西方民主政治的了解仍

然是粗线条的
、

表面的
,

也还不是他们当时强调宣传的重点
。

80 年代前后
,

中外交往走向频

繁
、

密切
,

不少人 (如马建忠
、

薛福成
、

陈炽等 ) 还获得留学或出使西方国家的机会
,

增加了

对西方社会的切身体验
。

当
“

徒袭皮毛
”

的洋务措施在中法战争后已经表明其不能使中国趋于
“

自固自强
”

的事实时
,

要求采用某些西方民主政治形式
,

如
“

君民共主
”

即君主立宪制度
,

便

自然而然地被提上 日程
,

成为当时维新思想家宣传鼓吹的重点
。

早期维新思想家为什么要选择和宣传
“

君民共主
”

的政治制度呢 ? 王韬曾说过
: “

君为主
,

则必尧舜之君在上
,

而后可久安长治
; 民为主

,

则法制多纷更
,

心志难专一
,

究其极
,

不无

流弊
。

惟君民共治
,

上下相通
,

民隐得以上达
,

君惠亦得以下逮
。

都俞吁吩
,

犹有中国三代

以上之遗意焉
。 ” 0 薛福成也说

: “

西洋各邦立国规模
,

以议院为最良
。

然如美国则民权过重
,

法国则叫嚣之气过重
。

其醉酌适 中者
,

惟英
、

德两国之制颇称尽善
。 ”

必此外
,

何启
、

郑观应
、

陈炽
、

陈虫L等也都使用不同的言辞
,

表达过与王
、

薛等相似的思想认识
。

很显然
,

在这些维

新思想家看来
,

美
、

法式的民主共和 制度不但不能接受
,

甚至是必须抵制的洪水猛兽
,

因为

这种制度是
“

权偏于下
” 、 “

权不一而志不齐
” ,

甚或使
“

政柄在贫贱愚民
”

之手
,

其结果必然是政

治上的混乱和国家的分裂
。

在封建意识和传统思想的束缚下
,

他们简直无法想象没有了皇帝

如何能建立正常稳定的政治秩序
。

但是
,

日益严重暴露的清朝专制制度的腐败现实
,

又迫使

他们不得不寻求补救的办法
。

于是
, “

犹有中国三代 以上之遗意
”

的英
、

德式的君主立宪制度

便自然地引起他们的兴趣
,

却又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
,

而要
“

醉酌变通
” ,

使之适合中国的传

统和国情
。

在他们看来
,

英
、

德式的君宪制也有缺憾
,

这就是
“

君权过轻
” ,

说
“

西人倡 自主之

说
,

置君如弈棋
” ,

可以随意摆布
,

至于被废黝
,

终于造成权臣武将之间彼此相 攻
,

天 下 大

乱
,

因而
“

稍违圣人道
” 。

经过
“

醉酌变通
”

而后提出的
“

君民共主
”

制度
,

议会的地位和作用被

大大缩小
,

只是作为辅佐弥补君权制的不足
,

才有存在的价值
, 它不再如英德议会那样具有

民意代表和权力机构的庄严的外观
,

它的产生或者与科举制度联系起来 (如何启等主张
,

县
、

府
、

省议会议员应分别由秀才
、

举人
、

进士中产生 )
,

或者与乡官制度结合起来 (如陈炽提出
:

每乡举乡官二人
,

当选者既是乡官
,

又是议员 )
,

或者干脆把议会与官僚机构融为一体
,

并行

不悖 (如汤震提出
:

由四品以
_

上官员组成上院
,

四品以下官员组成
一

F院
, “

由宰相核其同异之

多寡
,

上之天子
,

请如所议行 )
。

无论是哪种情形
,

经过
“

变通
”

以后的所谓议会
,

不过是清朝

皇帝的一个扩大了的咨询机关
,

而不是权力机构
,

其基本职能仍在 于维护皇权的尊严
,

提高

皇帝的权威
。

诚如陈炽所说
,

实行
“

君民共主
” ,

将会
“

合君民为一体
,

通上下为一心
” 、

使
“

民

气 日舒
,

君威 日振
”

L
。

应当指出
,

由于受当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还很幼弱和资产 阶级刚刚诞生的经济状况和阶

级关系的制约
,

早期维新思想家对西方议会制度的认 识和追求确实不 可能走得更远
。

他们从

西方借来议会制的武器
,

却又小心翼翼地深怕触动中国皇帝的权威
,

于是千方百计地要把 自



己的政治主张同传统的政治教条调和起来
。

尽管如此
,

他们在当时条件下敢于提出和鼓吹议

会政治和
“

君民共主
”

的变法主张
,

毕竟是对
“

中学为体
”

的洋务思想基石的一种叛逆和挑战
,

是在走向近代民主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
。

并且
,

议会政治的理想一旦出现在中国思想界
,

就必然要随着经济的进步和阶级关系的变化而 发展和传播开来
,

最终导致对封建专制政体的

更深入的批判
、

谴责以至于否定
。

“

以商为本
”

或重商思想
,

则是早期维新思想家对
“

西学为用
”

思想的一种补充
。

这种思想

是在 70 年代以后外国商品侵略日益扩大
,

中国对外贸易出现越来越巨大的贸易逆差的刺激下

产生和形成的
,

因而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性质
。

与
“

君民共主
”

思想一样
,

重商思想也发端于

中法战争之前而兴盛于战后
。

70 年代
,

王韬曾依据他对英
、

法等国实地考察所见
,

提 出
“

商

富即国富
”

和
“

恃商为国本
”

的论点
,

但主要着眼于洋务企业的
“

官办费用浩繁
,

工役甚伙
,

顾

避忌讳之虑甚多
”

等弊端
,

希望对
“

官督商办
”

模式加以改革
,

主张
“

最要者莫如官
、

商相为表

里
” ,

即由商人出资
, “

官从而翼护之
” ,

反映了正在兴起的民族资本对政府的强烈依赖心理
。

中

法战争后
,

维新思想家们更多地是从抵制外国商品侵略
、

挽救 日趋巨大的贸易入超
、

堵塞财

富大量外流的现实需要
,

提出重商问题
。

例如
,

有的指出
: “

频年海滋川流
,

岁出金 钱 万 万

金
,

遂使二十一行省无富商
,

内外穷民之失业无依者
,

尤如恒河之沙不可计算
” 9 ; “

今 以 各

国商船论
,

其于中国每岁进出 口货价银在二万万两以上
,

约计洋商所赢之利
,

当不 f 三千万
。

以十年计之
,

则三万万
。

此皆中国之利有往无来者也
。

无怪近 日民穷财尽
,

有岌岌不可终 日

之势矣
。 ”

9 他们一致认为中外贸易逆差 日增是造成中国民穷财尽的根源
, “

欲中国之富
,

莫如

使出口货多
,

进 口货少
” ;
要扩大出口

、

减少进 口
,

便必须发展本民族的工商业
,

抵制外国商

品侵略
。

因此
, “

只知选购船炮
,

不重艺学
,

不知商务
,

尚未知富强之本
” 。

基于以上认识
,

早

期维新思想家明确地提出
“

商战
”

重于
“

兵战
”

的思想主张
。

郑观应作《商战》篇
,

比较西方列强

侵略中国的各种形式
,

说
“

彼之谋我
,

噬膏血
,

非噬皮毛
,

以资财不攻兵阵
。

……追至 精 华

销竭
,

已成枯蜡
,

则举之如发蒙耳
。

故兵之并吞祸人易觉
,

商之措克敝国无形
。

我之商务一

日不兴
,

则彼之贪谋亦一 日不辍
。

纵令猛将如云
,

舟师林立
,

而彼族谈笑而来
,

鼓舞而去
,

称心厌欲
,

孰得而谁何之哉? ”

他的结论是
: “

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
L

。

早期维新思想家提倡的
“

以商为本
”

或
“

重商
”

之
“

商
” ,

并不专指商品流通和对外贸易
,

而

是指包括除农业以外的一切国民经济领域
。

在他们看来
,

商业乃是发展工业生产的前提和基

础
,

而工业又是发展商业的条件和保证
,

即所谓
“

若有商无工
,

纵令地不爱宝
,

十八省 物 产

日丰
,

徒弃 己利以资彼用而 已
” 。

这就是说
,

不发展 自己的民族工业
,

丰富资源只能成为外国

资本主义掠夺的囊中物
。

因此
,

他们提出
“

以工翼商
” 、 “

工实居商之先
”

和
“

商之体用在工
”

等

主张
,

认为只有大规模地进行工业经济建设
,

才能
“

粗者使精
,

残者使贵
,

`

朽废者使 有 用
。

有工艺然后有货物
,

有货物然后有商贾
” ⑧ ,

才能与外国进行
“

商战
” ,

改变不利于中国的贸易

趋势
。

这表明
,

中国的早期维新思想家的
“

重商
”

思想不完全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初期那种

认为财富即是货币积累
、

流通乃是产生财富的唯一源泉的重商主义
,

而开始认识到商品流通

对商品生产的依赖关系
。

由此出发
,

他们对束缚商品生产发展的官办
、

官督商办的洋务企业

棋式
,

由早年的赞美
、

鼓吹
,

转变为批判和抨击
。

如郑观应原先认为企业全由官办则难筹巨

款
,

故必须兼集商股
; 全归商办则怕士棍刁难阻挠

,

故必须有政府护持 ; 只有
“

官督 商 办
,

各有责成
” ,

才能
“

上下相维
,

二弊俱去
”

@
。

后来
,

他在长期参与官办
、

官督商办企业的管理
,

洞悉其中腐败情形之后
,

便改变态度
,

指斥洋务派的
“

名为保商实剥商
,

官督商办势如虎
” ,

明确提出
“

今欲扩充商务
,

当力矫其弊
,

不用官办
,

而用商办
” , “

夫如是
,

上以承国 家 之 需



要
,

下 以杜外洋之危漏
,

安见商富而 国不富耶? ”

这说明
,

早期维新思想家不仅己经 认识到外

国商品侵略是 中国民穷财困的根源
,

而且开始认清洋务派的压制和垄断是使中国民族资本工

商 业不能顺利发展的重要障碍
; 要与外国资本进行

“

商战
” ,

仅仅依靠学习西方坚船利炮固然

不行
.

介清政府垄断近代工商业也不行
。

这反映了维新思想家对
“

中体西用
”

为指导的洋务活

动的 )! ,
J

待和幻想的破灭从而要求突破洋务思想范围的意向
。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政治思想
,

它根源于一定时代的社会经济状况
,

并集中

地直接地反映和表现一定时代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
。

因此
,

任何政治思想观点

和潮流之得以产生
,

都有其特定的经济根源
,

都是为着回答和解决当时社会的主

要矛盾所决定的社会 问题
。

曾经在 6
、

70 年代附从和依违于洋务思潮的维新变法思想之所以必

须和能够在8
、

90 年代 与洋务思想分离并迅速发展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流
,

归根结蒂
,

是这一时

代的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和初步发展的经济因素所决定的
,

是维新思想具有不同于洋务思想的

资产阶级本质属性所决定的
。

早期维新思想家以政治上的
“

君民共主
”

和经济上的
“

以商为本
`

为两而旗帜
,

区别和游离于洋务思想
,

它在客观上反映和表现了正在形成但仍幼弱的新兴资

产阶级要求参预国家政权管理和独立发展民族资本经济的阶级意识与愿望
,

代表着中国近代

化继续向前发展的方向
。

尽管他们当时有关维新
、

变法的思想 言论大都是因事感时而发
,

尚

未形成思想体系
,

更未能从理论的高度上对维新变法的必要性
、

合理性作出充分的论证 ,
但

池们 以 自己的鲜明的思想主张与洋务思想划清界限并从中分离出来
,

成为戊戌时以康
、

梁为代

表的维新变法思潮高涨的前驱先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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